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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uper-EBM 模型对 2000—2018 年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进行测度，在此

基础上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

究表明：(1)2000—2018 年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型演变趋势，空间上表现为东部>西部>中

部的不均衡特征。(2)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中心—外围的圈层式复杂网络结构形态；包容性绿色效

率在省际间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多重叠加特征和网络稳定性不断增强，但整体关联网络的等级结构

较为森严。(3)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省份溢出效应明显，属于边缘行动者；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具有显著“虹

吸效应”，既是关联网络中的中心行动者，又兼具“中介”和“桥梁”的功能。(4)块模型分析表明，京津和长三角

属于“净受益”板块；西北、西南和东北部分地区属“净溢出”板块；广东、浙江和福建属于“经纪人”板块；东

北、华北地区省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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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加剧，资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凸显，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2]

。鉴于此，“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同时还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

进民生福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包容性绿色发展逐渐成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区域经济空间联系已突破了传统线性模式，呈现出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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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多线程的复杂网络结构形态[3]。在此情境下，准确刻画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对于实现包容性绿色

发展的跨区域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 2012 年“里约+20”峰会上提出的，目的是将发达国家的利益同绿色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包容性增长相

结合[4]。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包容性增长与绿色增长的有机结合，其概念内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不同学者或机构分别从发展经济

学和福利经济学等角度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逐渐形成囊括经济增长、福祉增加、社会公平、成果共享、环境保

护、资源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等诸多主题的概念体系[5,6,7,8,9]。科学评估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

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目前，直接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进行测度的文献并不多，但对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测度的研究较丰

富。其中，包容性增长多基于单一指标或复合指标采用社会机会函数[10]、Bonferroni 指数[11]、综合评价指数[12]以及数据包络分

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13]
等方法进行测度，绿色增长也多采用综合评价指数

[14,15]
和数据包络分析

[16,17]
开展测算。

随着包容性绿色增长概念的提出，Albagoury S、Narloch U、周小亮、吴武林、杨雪星、王宇昕等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先后采用

主观赋权法和熵权法等开展了定量研究[4,18,19,20,21,22]。近年来，部分学者从投入产出角度对包容性绿色效率进行了探索，如徐盈之、

赵林、李政大、SunY 等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和地市尺度的包容性绿色效率进行了测度[23,24,25,26]。基于投入产出角度

的包容性绿色效率评价可以有效刻画资源要素配置水平，确定经济活动要素配置调整方向，为包容性绿色增长定量测度提供了

新视角。 

从地理学空间视角分析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区域差异有利于因地精准施策，因此，成为学者新近关注的焦点。如邸玉娜和郭苏

文等研究表明中国省际包容性增长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呈现东部优于中西部的趋势[27,28]；范建双等则证实中国包容性全要素生产

率在省域层面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29]。绿色增长方面的研究显示在不同尺度下绿色增长水平也存在一定的空间自相关特性，

并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30,31]。包容性绿色增长方面，周小亮、赵林等研究指出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非均衡问题较为

突出，呈现东中西阶梯式空间格局
[19,24]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献均是基于“属性数据”对包容性增长、绿色增长和包容性绿色

增长进行的空间量化，尽管部分学者基于地理邻近关系对其空间关联性进行了探索，但对其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形态

的分析仍显不足。 

总结可知：一方面，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定量测度有待进一步强化，特别是基于投入产出角度的包容性绿色效率评价指标

体系尚需丰富与完善；另一方面，现有文献虽然证实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但传统的空间计量模型多是基于“属性

数据”而非“关系数据”，未能揭示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形态和各区域在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此外，随着区域

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区域间空间关联逐渐呈现纵横交织的复杂多线程网络结构形态，从复杂网络视角重新审视社会经济活动

成为新趋势[32,33]。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能够有效克服“属性数据”局限，并对“关系数据”进

行全局性分析
[34]
，近年来在区域间复杂关系结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35,36]
，但鲜有研究将其应用于包容性绿色发展领域。基于此，

本文在对 2000—2018 年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测度的基础上，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关系数据”空间关联网络矩阵，利

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为实现包容性绿色发展的跨区域协同提供理论

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uper-EBM 模型 

Tone 等提出的兼容径向比例和非径向松弛的 EBM(Epsilon-Based Measure）模型，可以较好地克服传统径向 DEA 模型和非

径向 SBM 模型高估或者低估效率值的缺陷[37]。为了处理非期望产出因素以及区分有效评价单元的效率差异，本文构建了考虑非

期望产出的、非导向和规模报酬不变的 SuperEBM 模型进行效率测度。限于篇幅，具体公式参见文献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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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修正的引力模型 

空间关联网络矩阵是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的前提，引力模型和 VAR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确定关联矩阵的常用方法。其中，VAR 格

兰杰因果检验对滞后阶数的选择过于敏感，且无法刻画网络结构的演变趋势，引力模型不仅可以综合考虑经济地理距离因素，还

可揭示空间关联关系的演变特征[39,40]。因此，本文构建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测算空间关联关系。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公式为： 

 

式中：Fij为省区 i、j 之间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强度；Mi和 Mj分别表示省区 i、j 的包容性绿色效率值；Dij表示省区

i、j省会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gi和 gj为省区 i、j的人均GDP。为了刻画联系的双向性和非对称性，设定 Kij为引力系数，代表

省区 i在省区 i、j之间的包容性绿色效率联系的贡献率。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同时考虑了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对包容性绿色效率

空间关联的影响，弥补了传统引力模型测算空间关联不具备方向性的缺点。根据式（1）计算得到空间关联关系矩阵，采取“均

数原则法”将矩阵中各行的均值为临界值进行二值化处理，若关联强度 F大于均值，则记为 1，表示两省份存在关联关系，反之

记为 0，表示不存在关联关系，由此形成空间二值矩阵，作为网络结构分析的基础数据。 

1.1.3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网络特征、个体网络特征和块模型分析 3 个方面对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

特征进行分析。其中，整体网络特征选取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 4个指标；个体网络特征选取度数中心

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 3个指标，度数中心度又包括点出度和点入度；块模型分析能够分析网络的内部结构状态及各地区

在板块中的位置和角色，根据已有研究[35]，将板块划分为“净溢出”“双向溢出”“净受益”和“经纪人”4种类型。整体网络、

个体网络各指标计算公式、块模型分析方法及各板块定义见文献[41]。 

1.2 指标体系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的有机结合，“包容性”和“绿色化”是其概念核心。基于现有文献[19,20,24]，本文

认为包容性绿色发展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增加的过程中，强调发展机会的平等、收入分配的公

平、发展成果的共享、资源利用的节约集约、生态环境的优化提升，追求的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的良性互动，

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认为包容性绿色效率是在“包容性”和“绿

色化”要素约束下生产活动投入要素与其产生的经济产出、社会福祉和生态环境综合产出的比率关系。根据包容性绿色效率内

涵，基于指标选取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数据可获取性构建了包容性绿色效率评价体系。 

投入方面：选取了劳动力、资本、资源和技术 4个一级指标。其中选取年末从业人员数（万人）代表劳动力投入，选取固定

资产投资存量（亿元）表征资本投入，选取电力消费量（亿 kW·h）和用水总量（亿m3）表示资源投入，技术投入选取了各地区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万元）、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人·年）和农用机械总动力（万 kW)3 个具体指标。 

产出方面：本文从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角度选取了 3个一级指标。期望产出主要指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共包

括 6 个具体指标，其中 GDP（亿元）和地方财政收入（亿元）表征经济产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万人均卫生技术人

员数（人/万人）、养老保险覆盖率（%）、普通中小学师生比（%）分别从居民消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服务 4个方面表

征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福祉。非期望产出方面包括环境产出和社会产出两方面，其中，环境产出选取了废水排放总量（万t）、

SO2排放量（万 t）、烟（粉）尘排放量（万 t）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 t)4 个指标，环境方面的非期望产出越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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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程度越高，“绿色化”水平越低，反之表示对生态环境破坏越小；社会产出方面选取了失业率（%）、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比值（%）3个具体指标，分别代表发展机会的平

等程度、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和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上述 3个指标越大，说明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包容性”越差，反之则

越强。鉴于 DEA 模型对指标选取的特殊性，采用熵值法将含有多个二级指标的数据进行了折算。 

1.3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 30个省市区（不含西藏及港澳台）为研究单元和网络节点，研究时段为2000—2018 年。投入产出指标数据来源

于 2001—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引力模型中的包容性绿色效率数据采用 MaxDEA7Ultra 软件

计算得到，各省会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是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 1∶400 万中国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测算得到。 

2 结果分析 

2.1 测度结果分析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uper-EBM 模型计算得到2000—2018 年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值可知：时间序列上，2000—2018

年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形演变轨迹，全国均值由期初的 0.393 上升至期末的 0.606，效率值得到了

明显提升。空间分布上，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性，研究期内东部地区效率均值在 0.463～0.759 之

间，中部地区在0.231～0.491之间，西部地区在 0.270～0.537 之间，总体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地带间不均衡特征。省际差异

方面，2000—2018 年中国省域单元的包容性绿色效率值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但省际差距仍较为明显。就均值而言，北京

（0.971）、天津（0.934）、上海（0.803）、海南（0.937）、青海（0.858）和宁夏（0.701）水平较高，而安徽（0.157）、河南（0.178）、

广西（0.165）、贵州（0.139）、云南（0.180）效率值较低，均在 0.200 以下。 

2.2 整体网络特征分析 

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建立起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关系矩阵，选取2000 和 2018 年截面数据，利用 Ucinet 可视

化工具绘制了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网络图（图1）。由图 1可知：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出相互交织、多线程、

多流向的复杂网络结构形态，随时间空间网络逐渐表现出东密西疏、多核心的中心—外围式圈层结构。2000 年空间关联网络中

北京、上海和天津关联关系数最多，处于核心位置；广东和浙江等省区关联关系数也较多，处于次级核心位置；西北、西南和东

北地区的省区关联关系数则明显较少，处于边缘位置，且东部地区的网络稠密程度远高于西部；2018 年网络复杂程度增强，除

北京、上海和天津外，江苏也进入核心圈层，广东、浙江、江西和福建的关联关系数也显著增加，占据次级核心位置，东北和西

北地区的省区关联关系数仍维持在低水平，构成空间网络的边缘区。总体上，研究期内空间关联网络形成以京津、长三角为核心

区，以珠三角为次核心区，以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为边缘区的中心—外围圈层结构。 

借助 Ucinet6.0 软件计算得到 2000—2018年整体网络结构特征衡量指标（图 2）。由图 2可知：(1)2000—2018 年关联关系

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关联关系总数由2000年的 126个上升至 190个；与此对应，网络密度值也表现出波动上升的特征，由

0.145 上升至 0.218，表明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研究期内关联关系数和网络密

度不断提升，但数值仍然不高，包容性绿色效率在省际空间关联的紧密程度仍处于低水平，加强地区间的交流合作和跨区域协调

仍十分必要。(2)研究期内网络关联度始终为 1，说明在空间关联网络中所有省份之间均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不存在“孤

岛”省份，网络节点间的通达性较好，包容性绿色效率在省际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3)2000—2018 年网络等级度

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由 2000年的 0.947 仅下降至2018年的 0.892，尽管网络等级度呈现微弱下降态势，网络等级度仍然较

高，表明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省际间仍存在较为森严的等级结构，较多节点处于被支配地位，网络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网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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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研究期内呈现阶梯状下降趋势，由期初的 0.690 下降至 0.532，说明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中连线增多，包容性绿色

效率的空间溢出路径较多且存在较多的冗余通道，包容性绿色效率在省际间的空间溢出存在多重叠加特征，网络稳定性增强。 

 

图 1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19)1825 号）绘制，底图无修收。 

 

图 2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整体网络特征 

2.3 个体网络特征分析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得到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等指标。 

(1)度数中心度。2000 和 2018 年度数中心度均值分别为 23.678、32.873，其中度数中心度数值较大的省区主要为北京、天

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广西、贵州和江西，除江西和贵州外，其余均位于东部，这些省区在关联网络中与其他省

区之间关联关系较多，在关联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度数中心度较低的省区主要有新疆、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山

东、吉林和辽宁，除山东和河北外，其余均位于西北和东北地区，这些省区在关联网络中处于从属地位。点出度方面，北京、天

津、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 9省区的点出度始终大于均值，是空间关联网络中的溢出主体，北京、天津、

上海、江苏、浙江、广东 6省区点入度大于均值，是关联网络中的受益主体。进一步分析净受益关系可知，东北（黑吉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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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陕甘宁青新）和西南地区（川渝黔滇）的省份溢出关系大于受益关系，对其他省区的溢出效应明显，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和浙江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受益较多，对其他地区形成“虹吸效应”。 

(2)接近中心度。2000年接近中心度均值为27.384，高于均值的 13个省区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

福建、江西、安徽、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和宁夏；2018年接近中心度均值为 40.898，上述13个省区中除福建和宁夏低于

均值外，高于均值的省区新增了河南、湖北和辽宁 3 省。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浙江接近中心度在 67.442～96.667

之间，位居所有省区前列，表明京津、长三角地区在空间关联网络中能够快速与其他省份产生联系，在网络中作为中心行动者具

有引领作用。西北（新青甘陕）、西南（川渝黔滇）和东北地区（黑吉）的省份接近中心度较低，其包容性绿色效率的提升对其

他省份的影响较小，同时受其他省份的带动作用也不明显，是关联网络中的边缘行动者。 

(3)中介中心度。2000 和 2018 年中介中心度均值分别为 1.359 和 5.554，表明网络中心节点的主导作用有增强的趋势，网

络结构非均衡化特征明显。2000 年高于均值的 6 个省区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安徽、江西和广东，2018 年除北京、天津、

上海和江西外，江苏、福建、重庆和甘肃中介中心度也显著高于均值，这些省区对其他省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具有较强

的控制力，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具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中介”和“桥梁”作用。西北（新青宁陕内蒙古）、东北（黑吉辽）

及中南地区（湘鄂）的中介中心度值维持在较低水平，对其他省份空间关联关系的控制力较弱，且容易被中介中心度较大的省区

改变其空间关联关系。总体上，中介中心度在省际间分布极不均衡，极差化特征显著，多数的空间关联均通过北京、天津、上海、

江西、广东等省份完成。 

2.4 块模型分析 

本文通过块模型分析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空间聚类特征。选取 2000 和 2018年数据，采用Ucinet 中的 CONCOR 方

法（Convergent Correlations），选择最大切分深度为 2，集中标准为 0.2，将全国 30 个省区划分为 4 个板块，划分结果见表

3。根据划分结果，2000 年，北京、天津和上海 3市属于第Ⅰ板块，广东、浙江、江苏和福建 4省属于第Ⅱ板块，吉林、内蒙古、

河北、黑龙江、甘肃、辽宁、宁夏、山东、河南、新疆、青海、山西和陕西 13 省区属于第Ⅲ板块，湖南、重庆、湖北、贵州、

云南、广西、安徽、海南、江西和四川 10 省区为第Ⅳ板块；与 2000 年相比，2018 年第Ⅱ板块中的江苏进入第Ⅰ板块，第Ⅰ板

块和第Ⅱ板块数量分别增加和减少 1个，整体保持稳定，第Ⅲ板块和第Ⅳ板块成员数量变动较大，其中，吉林、黑龙江、甘肃、

宁夏、新疆、青海和陕西 7个省区由第Ⅲ板块变为第Ⅳ板块，第Ⅲ板块成员锐减，仅余 6个省区，第Ⅳ板块成员则陡增至 17个。

总体上，第Ⅰ板块和第Ⅱ板块成员多为东部发达省区，第Ⅲ板块成员多为东北、华北地区的省份，第Ⅳ板块成员则以西北、西南

地区的省份为主。 

由表 3 可知：2000 年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网络关联关系数为 126，其中，板块内和板块间关系数占比分别为 7.93%、

92.06%;2018 年关联关系总数升至 190 个，板块内和板块间关系数比重分别为 16.84%、83.16%，说明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效率

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板块间的溢出为主，且随时间变化板块内部成员的溢出效应有增强的趋势。具体而言，2000 年，板块 I 溢出

关系 17个，板块内部关系 3个，接收其他板块溢出关系72个，期望内部关系比例（6.89%）小于实际内部关系比例（17.647%），

即该板块接收其他板块的关系数远多于向外溢出的关系数，属于“净受益”板块；板块Ⅱ溢出关系 11个，接收其他板块溢出关

系 26个，期望内部关系比例（10.345%）大于实际内部关系比例（0.000%），即该板块既向外溢出又接收其他板块的溢出，在关

联网络中起到“桥梁”和“中介”作用，属于“经纪人”板块；板块Ⅲ溢出关系45个，属于板块内部的有 5个，接收其他板块

溢出关系 9 个，期望内部关系比例（41.379%）大于实际内部关系比例（11.111%），即该板块对板块内、板块外均有溢出效应，

属“双向溢出”板块；板块Ⅳ溢出关系53个，接收其他板块溢出关系 9个，期望内部关系比例（31.034%）显著大于实际内部关

系比例（3.774%），该板块溢出关系数明显多于接收关系数，故属“净溢出”板块。2018年，板块Ⅰ的接收关系数与溢出关系数

差值明显变大，“净受益”板块在关联网络的受益扩大；板块Ⅱ接收关系数与溢出关系数明显提升，“经纪人”板块的“中介”

功能得以强化；板块Ⅲ接收关系数略有增多，溢出关系数大幅减少，“双向溢出”板块的向外溢出效应减弱；板块Ⅳ溢出关系和

接收关系数剧增，板块内部关系数也大幅上升，说明“净溢出”板块溢出效应显著增强，板块内部成员互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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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揭示板块间的空间关联，计算得到板块密度矩阵，并将网络密度矩阵转化为像矩阵，据此绘制了板块关系图（图 3）。由

图 3 可知：2000 年板块Ⅳ除自身内部关系外，主要对板块Ⅰ、Ⅱ产生溢出效应，板块Ⅱ不但接收板块Ⅰ、Ⅳ的溢出，也对两板

块产生溢出，强化了板块Ⅰ和板块Ⅳ的溢出关系，在网络中发挥“中介”作用，板块Ⅲ主要向板块Ⅰ产生溢出效应；板块Ⅰ则对

其余三大板块均产生一定溢出效应；2018 年，板块Ⅳ对板块Ⅰ、Ⅱ的溢出大大增强，对板块Ⅲ也形成了微弱溢出，说明板块间

联系趋于完善；板块Ⅱ对板块Ⅰ、Ⅳ的溢出强度也明显提升；板块Ⅲ对板块Ⅰ的溢出效应减弱，而板块Ⅰ对板块Ⅲ、Ⅳ的溢出效

应明显提升，表明板块Ⅰ在关联网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开始显现。需要指出的是，板块Ⅰ、Ⅲ、Ⅳ的内部成员间存在关联关系，

说明板块内部存在“俱乐部”效应，且板块Ⅲ、Ⅳ的“俱乐部”效应更显著。 

总体上，北京、上海、天津和江苏在包容性绿色效率关联网络中接收了大量其他板块的溢出关系，是网络中的获益方；西北、

西南和东北部分地区的省区溢出关系数明显大于接收关系数，表现出明显的净溢出特征，是网络中的亏损方；东南沿海的广东、

浙江和福建等省区通过接收和溢出关系，强化了净溢出板块与净受益板块间的联系，成为网络结构的中介方；东北、华北地区的

辽宁、内蒙古、河北和山西等省区既向净受益板块和经纪人板块产生溢出效应，也接收净受益板块的溢出，同时内部成员间联系

也较频繁，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板块间的联系，是网络中的调节方。 

 

图 3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板块之间的关联关系 

2.5 形成机制解析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并参考已有研究[42,43]，本文构建了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形成机制解释

框架（图 4）。包容性绿色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实质上是有利于包容性绿色发

展的资本、技术、管理方法等“流体要素资源”空间流动而形成的复杂空间经济网络。具体而言：包容性绿色效率是从投入产出

视角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度量，其效率值的高低受到其所属区域资源禀赋、资源配置能力、区域外部环境和区位条件的共同

影响，由于上述各因素在省际分布的差异和不均衡，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在省际之间往往存在“势能差”。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

场调控机制的双重力量推动下，使得有利于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人流、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文化流等“流体要素资

源”在省区之间进行跨区域的聚合和扩散，促进了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省际关联和溢出，并在省际间形成差异化的规模效应、创新

效应和市场效应。在此过程中，高水平省区与低水平省区通过示范作用、协同联动以及伴生学习，彼此之间产生极化效应和涓滴

效应，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传输和空间再分配，从而推动了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和溢出网络的形

成。与此同时，空间关联网络的存在，又会进一步对区域包容性绿色效率绩效水平及其空间差异产生影响效应，由此循环累积推

动着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发展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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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uper-EBM 模型对 2000—2018 年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修正的

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2000—2018 年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形演变趋势，空间上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存在显著

的空间非均衡特性，地带间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不均衡特征。 

(2)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关联呈现出相互交织、多线程、多流向的复杂网络结构形态，随时间空间网络形成以京津、

长三角为核心区，珠三角为次核心区，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为边缘区的中心—外围式圈层结构特征。整体网络结构分析表明包

容性绿色效率在省际间存在显著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且随时间演变溢出效应的多重叠加特征和网络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关

联网络仍存在较为森严的等级结构，网络结构有待优化。 

(3)个体网络结构方面，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省份对其他省区表现出较强的溢出效应，是空间关联网络中的边缘行动者；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东部沿海省区对其他地区形成显著“虹吸效应”，在关联网络中既扮演中心行动者，又

具有“中介”和“桥梁”的功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关联网络中受益较多。 

 

图 4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机制 

(4)块模型分析显示，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板块间的溢出为主，板块内部成员的“俱乐部”效应逐渐

显现。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和江苏组成“净受益”板块；西北、西南和东北部分地区的省份组成“净溢出”板块；东南沿海

的广东、浙江和福建是“经纪人”板块的主要成员；东北、华北地区的辽宁、内蒙古、河北和山西属于“双向溢出板块”。随时

间变化“净受益”板块的受益扩大，“经纪人”板块的中介作用不断强化，“双向溢出”板块的溢出效应有减弱趋势，“净溢

出”板块的内部成员互动日益增多。 

根据研究结论，得到以下政策启示：首先，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地区间行政壁垒，

促进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方法等各类“流体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和高效集聚，搭建东部发达省区和中西部省区合作交流机

制，形成优势互补、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其次，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要发挥其资金、技术创新和管理等方面

的优势，重点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形成带动全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动力源，同时，通过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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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方式转型。第三，中部省区要充分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推进交通

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借助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利用江西、安徽等省区的中介和桥梁功

能，形成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中转地和集散地。第四，西部省区要优化投资环境，以资源承载和环境容量为依据，积极承接东

部地区绿色产业转移，形成错位分工、协作发展的绿色产业分工布局，此外，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进西部地区的

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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